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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HSR Accessibility on Regional, Local and Station Level Land 
Use: An Evaluation Framework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高速铁路可达性对区域、城市和车站层面土地使用
的影响*——基于研究综述的评价框架

许  劼    XU Jie

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高铁对于城市用地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并会带来城市用地发展的不平衡。然而，用地变化

能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可达性，结论差异性较大，尚没有定论。为了将现有聚焦于结论的文献综述转型为注重研究方

法和变量，追溯3个空间层面的研究，分离可达性和其他要素，并分析在不同背景下实证研究结论差异的原因。目前大部

分研究方法可以归纳为4类：情景比较、分组对照、回归模型和离散选择模型。同时，可达性指标包括定性分析、影响区划

分、单个指标、综合指标和成组指标。最后，推荐采用基于实证的纵向研究，选取与研究目的相符的弹性指标。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high-speed rail (HSR) has profound impacts on urban land use development. 
Most studies revealed inequity development brought about by HSR. However, the consensus has not been reached concerning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observed urban land use changes can be attributed to accessibility. To turn from current literature 
reviews focusing on conclusions to methodologies and variables, this paper traces different research approaches on three 
geographic scopes, separates the effects of accessibility from other factors and sheds light on the reason for controversial 
conclusions among case studies under specific backgrounds. To date, most studies addre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SR 
accessibility and land use fall into four categories of research methods: scenario comparison, group contrast,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and discrete choice models, whilst accessibility indicators include descriptive analysis, influence zone, single index, 
integrated index and grouped indexes. Finally, a longitudinal study applying elastic evaluation indicators in accordance with 
research purpose is recomm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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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每一次交通方式的变革都会深刻地影响城

市发展和空间演变，西欧各国、中国和日本等国

都经历了高铁的迅速发展，美国也在推进高铁

计划[1]。高速铁路变革了时间—空间观念[2]89，改

变了不同空间层面的城市用地可达性。

理论上，交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仍有争

议[3]1。相关研究多关注高铁带来的空间和经济

作用[4]745，但是由于空间尺度和选择的可达性

指标的不同，结果往往有差异[5]241。此外，受到

可达性以外要素的影响，发展的效果也大相径

庭[6]33。因为有些效用很难用标准的评估方法

观测到，将高铁的收益定量化并非易事[7]。

本文试图建立包括高铁可达性指数和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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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评价方法的基准框架，与以往的研究综述

差异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在区域、城市、车站

3个空间层面明确可达性指数、用地影响评价的

研究方法和用地指标；第二，区分可达性和其他

外部要素的作用；第三，回顾评价方法的进展过

程并比较不同研究的差异性结论，梳理用地特

征、可达性指标和其他要素间的关系。

可达性由Hansen[8]提出，指交通网络中

各节点相互作用的机会。高铁可达性指基于高

速铁路网络，城市用地与其他地区联系的便利

性。可达性的长期效用是通过出行距离和目的

地的变化，改变经济活动的分布[9]。各空间层面

的用地变化概括为3方面：空间布局结构、土地

使用规模和土地的社会经济属性。

1 区域层面的高铁可达性对用地的影响

经济活动的重新布局使大部分高铁可达

性的空间效果在区域层面产生，研究关注两个

问题：一是区域城镇体系格局的改变，是趋于

平衡还是极化；二是高铁的溢出效应，中心城

市是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共同发展，还是牺牲了

腹地及中间站城市。

1.1   可达性的指标选择

区域尺度高铁可达性指标，包括定性分析、

单一指标和综合指数。定性分析是基于城市在

高铁网络图上的布局，判定与其他城市联系的

便利性。单一指标取高铁开通的线路数量[10]124、

车次[11]，[12]11，与重要城市间的出行时间[3]5，表示

与区域其他城市联系的便利性。综合指数如加

权可达性WATT、经济潜力PV，或者每日可达指

数DA[5]231，[13]，[14]1，在高铁到达其他城市出行时

间的基础上取社会经济属性如人口、经济发展

水平为权重；也可基于重力模型的出行时间，以

人口规模为权重[15]，综合评定各城市与区域其

他城市联系的便利性。与单一指标相比，综合指

数使网络上的节点具有对应空间单元的社会经

济属性，使评价重点在结果中凸显。

1.2   可达性影响评价方法

区域层面的用地定量指标有用地面积、

人口等代表的规模，也有产业经济代表的质

量。后者的范围较广，包括表示城市经济总量

的GDP、投资量和投资资本规模[16]；表示产业

发展结构的专业化指数[3]6；人均财政收入、人

均公共负债、人均财政差额和房产税代表的地

区预算[17]213；人均产业附加值、家庭可支配收

入[18]694代表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企业上游客

户和下游供应商及内部组织结构代表的企业

生产要素配置效率[19-20]。

对用地影响的评价方法分为定性判断、控

制组和对照组比较、回归分析3类。

定性判断只能用于个案枚举分析，例如

描述高铁布局图，比较TGV北部和马德里—

巴塞罗那高铁的中间站，认为高铁站带来的

可达性改善有助于提高城市在区域的中心地

位。高铁站所在城市吸引高等级的第三产业

活动[21]274。

分组对比是将区域中的城市分为控制组和

对照组，例如分为高铁设站和不设站城市、设站

的大城市和小城市，或者通过高铁网络到达区域

中心城市的时间长短分组，区分两组间的差异及

高铁可达性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将有高铁通过

和没有高铁通过的城镇分为到达伦敦1 h、2 h

和2 h以上的组[18]697，或者分为距离高铁站5 km、

5—10 km和10—20 km的组[17]213。

如果想得到更精确的差异值，应针对每

个组，建立DID回归模型[12]10， [22]168、Tobit回归

模型[23]37、道格拉斯生产函数[24]31、空间计量模

型[10]124，比较对照组和控制组的模型参数，或

计算多个要素的弹性系数，或设定控制变量，

以确定各要素的作用。这一方法需要用到面板

数据，但是能区分不同变量的效应，既可以发

现组间差异，也可以分辨在高铁开通前后的差

异和以上因变量的作用。

1.3   研究结论

大部分研究结论是高铁缩短了城市间出

行时间，提升了用地的区域可达性，产生廊

道效应[25]。但是增强了廊道上的可达性不平

衡，如马德里—巴塞罗那—法国边境高铁能

使主要城市可达性提升[5]241，京沪高铁开通

后对省会大城市的交通通达度的改善优于中

小城市[26]，长三角地区高铁可达性改善幅度

大的城市是在原有铁路网上可达性已经很高

的城市[23]42。

虽然在有的案例中，设站的小城市获益，

增强了区域地位，从而改变区域城镇体系格

局[21]278，或者观察到在大都市区之间以及大

都市区的中心和腹地之间，专业性指数呈现收

敛的趋势[3]13。但是，大部分研究都认为，高铁

带来的空间—时间距离改变对区域城镇体系

格局的影响是形成不平衡或极化发展，如欧洲

高铁可达性改变的主要获益者是现在可达性

已经很高的地区[27]。通高铁的城市更吸引经济

活动而对不通高铁的城市造成损害[28]。西班牙

高铁开通后，车站所在城市的地方财政收入提

升，车站5 km内越早修通高铁的城市效应越显

著[17]216。英国城际125/225有助于伦敦2 h范围

内的城镇重新布局经济发展。有高铁通过的城

镇更能把握住机会，而没有的城镇则表现出疲

弱的经济态势[18]701。我国京沪高铁的相关研究

表明，高铁开通后加剧了核心大城市与边缘中

小城市的差距[22]173，[29]。而产业经济不发达的

地区，高铁的作用不显著[10]126。高铁开通促进

的异地投资，是从中小城市流入大城市[12]21。总

体来看，高铁可达性对设站城市经济增长的弹

性系数为25%—45%[24]34。

1.4   可达性以外的要素

在亚区域层面上，要弱化不平衡，需要考

虑一系列因素[3]13。可达性改善有助于提升在

城镇体系中的地位，但是“这个城市需要满足

一些经济发展和复兴的先决条件，否则，提升

的外部可达性可能导致不想要的副作用”[30]。

这些条件包括服务频率、地方交通网络、主导

产业和整体经济环境。

运营商不愿增加中间站的频率，与首末

站差异明显，如伦敦—曼彻斯特高速铁路服务

频率在核心大都市区和其他亚区域是不同的，

距离伦敦2 h以上的亚区域经济发展表现出缓

慢的态势；停站频率较高的Lille站的知识经济

岗位的增长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105。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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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明显，欧洲西北部的伦敦—巴黎—布

鲁塞尔—阿姆斯特丹高铁网络忽略边境和中

间站城市，中间站铁路服务利润低、成本高，

供应商的商业压力会挤出服务频率的公平，

特别是当中间站遇到跨越边境的情况。高铁

既没有减弱可达性不平衡，也没有为欧盟带

来协同效应[31]164。

城际公共交通带来的地区层面可达性提

升也具有积极作用。如果与当地交通网络衔接

不顺，公共交通特别是到城市中心的轨道系

统，将大大降低乘坐率[6]33。Lille和Lyon的城市

中心距离车站距离较远，但是当地政府将可达

性提升与地区复兴结合，使新车站成功地成为

高铁线路的枢纽站。英国的Ashford没有抓住

与商业和居住用地融合的机会，车站地区反而

成为城市的障碍[31]163。Manchester站周围的

瓶颈问题，是无法有效地容纳交通需求增长，

将威胁到城市未来的经济发展。相反，NPDC

（Nord-Pas-de-Calais in France）的电气化区

段与地方交通网络衔接顺畅，使该地的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到以知识经济为主导产业 [2]109。因

此，提升高铁站周边的高速公路网络和高效率

的公交接驳系统十分重要[14]10。

主导产业及上下游产业关联决定了城市

对高铁可达性的敏感程度。第三产业的潜力

很大，特别是金融业[32]。欧洲“金融和房地产”

的高铁依赖度大，可达性影响的弹性系数较

大，例如伦敦中心区的岗位增长率达20%[3]9。

巴黎—罗德—阿尔卑斯沿线自从1980年起商

务活动主要是服务而非供给与销售商品，服务

业的商务出行机动性更高。另外，一些特殊的

产业会带来双面效应，如旅游业，一方面由于

当日往返降低了旅馆的住宿需求，另一方面使

用TGV进行旅游出行的乘客增加了[33]。利用好

高铁可达性并非易事，考虑到专业化分工，发

达的地区将从高铁中获益更多。如果高铁沿线

的中小城市承接了大城市的经济溢出和技术

溢出，则虹吸效应不明显[22]171。

英国伦敦—曼彻斯特高速铁路沿线的

城市Ebbsfleet由于2007年车站开通时金融

危机的爆发和持续的萧条，使新城居住规划

搁置[31]163。加州高铁车站的预期效用研究预测

经济衰退会直接降低高铁对发展的作用[6]33。

将经济危机作为外部变量纳入分析模型，马德

里—巴塞罗那的高铁线路在2008—2011年期

间由于经济危机，交通量下降了22%[17]218。

2 城市层面的高铁可达性对用地的影响

城市层面的影响研究以定量方法居多，包

括内部和外部要素，主要关注两类问题：一是

在不同的情景中车站选址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二是已经建成的车站对城市土地的影响。

2.1   可达性的指标选择

从城市角度来看，城市尺度的高铁可达性

以在高铁网络上的城市为研究对象。从城市角

度来看，抵达高铁车站相当于进入区域高铁网

络。因此，城市用地与车站的相对位置或通达

关系决定了它通过高铁网络与区域其他城市

联系的便利性，在更微观的尺度上，可达性评

价重点转变为城市与高铁站的关系。可达性指

标包括位置描述、空间影响范围、指标群和综

合指数4类。

车站位置描述分为3类：靠近CBD、位于

建成区边缘和飞地型[34]，里尔、马德里的高铁

站属于第一类，伦敦Stratford、上海虹桥站属

于第二类，新干线神奈川县、伦敦Ebbsfleet高

铁站属于第三类。也有研究以高铁站到城市中

心的距离与建成区半径的比值作为距离指数，

表达高铁站与建成区的空间关系[35]51。空间影

响范围相对精确，以车站为中心划定固定半径

的影响区，分为区内区外两类可达水平[36]254，

区分不同用地与区域其他城市联系的便利性。

这类定量方法的弊端是没有考虑高铁可达性以

外的发展动力，半径阙值（临界值）的设定较

随意。如果要分离可达性和其他要素，可构建一

个指标群，以到达高铁站的距离为指标，表示用

地通过高铁站与区域其他城市联系的便利性，

以基于人口统计单元的属性变量为其他影响要

素，进行精细定量。综合指数是选取通过道路网

络和公共交通到达车站的时间[37]474作为可达性

指标，以加权平均可达性公式（WATT）为基

础算法，设该栅格的人口或经济规模为权重，

还可细分为不同出行方式（公共交通、小汽车、

步行等）的地区可达性和区域可达性。前者指

某一栅格到达高铁站的时间，取决于地区道路

系统的完善；后者还考虑从高铁站到达区域其

他终点站的时间。表示在不同接驳方式到达高

铁站的情况下，城市中的某一用地与区域其他

城市联系的便利性。

2.2   可达性影响评价方法

由于数据的精度提高，城市层面的可达性

影响评价易于定量，包括情景模拟、线性回归、

离散选择3类。

情景模拟是当车站选址已定，假设有数个

情境，比较新建交通设施引起的用地变化，反

映在城市空间结构上。又可细分为站点已定位

的不同情景比较和几个站点方案的情景比较

两类。前者以首尔大都市区的研究为典型，将

每个高铁站划出半径10 km范围，设定人口和

岗位在范围内的增长率与周边地区相同、高于

周边地区两种情景，采用平均中心、基尼系数

等来比较范围内、外的社会统计单元人口和岗

位数量的集中和分散趋势[36]253。后者以CA模

型为典型，有研究采用CA模型模拟法国边境

地区2040年没有高铁、高铁车站位于城市中

心、高铁车站位于城市边缘3种情况[38]27。情景

模拟是通过定量分析，明确在不同站点位置的

情况下城市土地利用的变化。它是截面研究，

计算结果并非基于面板数据，更适合作为预测

方法。

若能获得历年的用地变化数据，则可以

采用回归模型。土地统计单元计量为等距栅

格，用地指标包括用地性质的变化、人口规

模、GDP、城市用地的空间肌理布局特征

是否空间连续等。如台湾高铁对台南大都市

区住房价格的影响研究，使用特征价格函数

（hedonic function），因变量设定为住房价

格，自变量分为房屋结构、邻里条件、可达性。

可达性又细分为到达城市中央商务区的距

离、到达高铁站的距离、到高速公路入口的距

离和到重要产业园区的距离。选用不同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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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构建8个模型，比较得出高铁可达性对土

地住房价格影响的大小[39]171。以土地混合度

熵为因变量，高铁和其他要素为自变量，建立

多个空间回归模型，也可以分离可达性和其

他要素的影响作用[40]7。

以上方法一方面将内、外部要素分离，辨

别各自的作用，明确贡献最大的要素；另一方

面，将可达性细化为几个参量，涵盖到达高铁

站的距离和到中心城区的距离，考虑到了出行

成本和城市结构。最后，比较几个不同模型的

结果，筛选最优模型，选取最优解。

离散选择模型既可用于截面研究，也可用

于历史研究。前者如Averio高铁站对城市用地

的影响，模拟在城市内和远离城市的CA模型，

比较两个车站选址的差异[37]477。后者如对马德

里的Atocha高铁站周边用地变化的研究，分析

距离车站半径20 km内的范围在1991—2006

年间的栅格土地使用变化数据[41]188。

2.3   研究结论和可达性以外的要素

从情景模拟分析和面板数据分析来看，由

于高铁站到其他城市出行时间缩短，提升了城

市用地的区域可达性，具有积极影响，促进城

市用地转变为不连续的空间肌理（飞地式的

土地开发）、土地使用性质转为产业类用地、非

建设用地转为在建用地[41]191。无论高铁站在市

区还是飞地，相比没有站的城市，能够放大甚

至刺激土地空间发展[38]35，或提升城市用地的

混合度[40]12。

关于车站选址，定性研究认为位于建成

区边缘和飞地型的高铁站会改变城市中心区

的位置，并激发未充分利用土地的发展[42]，甚

至将一个单中心城市转变为一个多中心区域[43]。

情景模拟的结果却不同，基于高铁线路上的车

站及相邻地区会吸引人口和岗位聚集的假设，

增长率在影响区范围内比区外要高[36]257，因此

与现状铁路站同站的效用最大[37]478。个案分析

也表明，位于城市化地区以外的高铁站不保

证会出现新的居住或商业中心。如果城市建

成区远离高铁站，很难激发新的用地增长，

与地方政府的预期相反，远离城市中心的高

铁站刺激周边地区发展并不成功[44]。高铁站

位于城市中心或副中心，并结合城市再开发

工程，则可以刺激城市中心的现代化或建设

一个综合功能城市新区。Cordoba、Lille和

Zaragoza的高铁都位于传统商业区边缘，

树立了城市新形象[21]276。我国京沪高铁站点

中，边缘型站点对周边土地开发量带动最为

明显[35]54。

除了可达性，实证案例还注意到票价、公

共机构支持和城市等级、产业类型的影响。乘

坐台湾高铁的城际通勤活动很少[39]172，是因

为票价没有被纳入空间可达性研究中，导致

高铁车站对城市土地的影响作用微弱。尽管

台中工作收入较高，台南居民很难在台中找

到大于原工作收入加上高铁月票价格（达中

国台湾全省月工资中位数的70%）的工作。

因此，房屋结构和社区邻里条件对房价的影

响最显著，与高铁可达性却没有明显的相关

性。我国大陆地区的乘客也更偏好乘坐普通

铁路[45]。

公共机构的责任是为国家和私人经营机

构的土地开发提供支持[6]34。通过在车站影响

范围内的统一的土地所有权，获得高铁站周

边大规模不动产的保有权和租赁权，是增强高

铁可达性对土地使用影响的途径[39]173。依托高

铁车站，在周边开发提升城市形象的项目，如

Zaragoza在高铁站旁布置了2008年世博会展

区，使之从偏远地区的古老行政首府转变为国

家甚至国际中心[21]276。

我国二、三线城市的用地结构受高铁的影

响改变最大，而三、四、五线城市的用地结构受

地方财政支持的影响更大[40]12。大城市高铁站

周边的知识经济产业和旅游业公司聚集现象

更明显[46-47]。

3 车站层面的高铁可达性对用地的影响

车站层面关注的问题，一是土地开发量和

土地价格，二是土地功能布局和企业选址。无

论在交通网络还是非交通网络中，车站地区既

是节点也是场所[48]，取得两者的平衡是车站地

区发展的关键[49]。应使车站地区具有多交通方

式的内部连接、商业休闲文化，甚至城市中心

的功能[50]。

3.1   可达性指标选择

设有高铁站城市间的出行时间缩短，并吸

引企业和居民到高铁站邻近地区。在设有高铁

站的城市，车站尺度的高铁可达性从通过高铁

网络与其他城市联系的便利性转化为到达高

铁车站的便利性。包括影响圈层、单一指标和

指标组3类。

基于用地与车站的空间距离，划定不同等

级的影响区，以城市用地与高铁站的交通时间

或空间距离作为便利性指标，并划分圈层。也

可设定为以车站为中心，半径500 m、750 m，

1 000 m、1 500 m的圈层[51]，或者2 km核心

区、4 km影响区、8 km外围影响区[52]32。将空

间距离和交通模式结合考虑，如第一、第二、第

三发展区，分别是距离车站5—10 min步行可

达、15 min补充交通方式可达、15 min以上

补充交通方式可达的3个圈层[53-54]。高等级的

土地功能通常布局在第一、第二发展区，每个

区内不同功能的土地价值随着与车站的距离

增加而衰减。类似的，划分中心区、步行区、汽

车外围区，其中步行区半径为1.4 km[55]。或者

以步行20 min可达的1 500 m范围地区为单一

影响圈层[56]45。这类指标一方面适用于定性分

析，设定每个圈层土地所适用的开发强度和使

用性质；也可用于定量分析，度量不同圈层范

围内土地使用的变化情况；选取多个城市为研

究对象，对比不同圈层的土地使用规模变化，

根据变化幅度对城市进行聚类分析[52]34。以上

的圈层半径阈值不一致，容易造成评估结果的

差异和波动。

单一指标是基于空间圈层的划分，以到

达高铁站的距离或者时间评价各城市与区域

其他城市联系的便利性。蒙特利尔南海岸火车

站的可达性对房价的影响研究中设定14 min

驾车到达车站的时间为阈值，2 min为一个影

响圈[57]53。

若要细分不同出行方式的效用差异，则采

用步行、公交车、小汽车到达铁路站的时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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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构成指标组[4]751。

3.2   可达性影响评价方法

以可达性为自变量，土地规模及其社会属

性为因变量，常用的定量评价方法包括线性回

归、离散分析和函数计算。

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式中：P表示周边地区的土地开发量；Pr表

示与城市中心区的距离；H表示高铁车站的客流

量；L表示高速铁路和其他对外交通设施的协调

和整合情况；N表示设站城市现状的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52]33， [58]。将可达性与其他要素作为自变

量，测度各要素对因变量土地开发总量的影响，

以单独测定各自变量的作用。当关注站点周边住

宅价格时，常用基于Hedonic函数的DID模型，既

能对比不同交通方式对土地价格的影响，又可找

到影响区的边界[57]60。京沪高铁和武广高铁站所

在城市的研究也使用了类似的方法[59]30。研究企

业的布局时，使用Ripley's K函数来评估一定空

间范围内高铁站点对企业选址的吸引力，它适用

于小尺度的空间，用于分析不同行业企业的空

间布局的集聚和分异特征[60]302。为了更确切地表

达非线性关系并将不同交通方式的效用统一在

一个模型中，采用RPL（random parameter logit 

model）模型，分离到达高铁站时间的效用，并

比较不同出行方式的差异性[4]747。

3.3   研究结论和其他要素

研究结论表明高铁或区域性轨道站点周

边的土地开发量和土地价格受到可达性的显

著影响，影响边界为1/4 mile [61]。中国高铁的研

究明确了站点可达性在所有影响要素中的排

序，与其他静态要素相比，京沪高铁站点与市

中心的距离对站点周边的土地开发具有最显

著的影响[52]35，车站可达性是仅次于车站客流

量的第二重要影响要素[56]48。南京高铁站的研

究表明，交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显著集聚，且

随着可达性的降低，集聚度降低；住宿餐饮、房

地产、计算机服务产业均匀分布[60]304。荷兰高铁

站周边企业的研究显示，步行10—15 min是企

业区位选择的阈值[4]751。加拿大蒙特利尔南海

岸的研究显示，随着步行可达性衰减，房价递

减，距离车站越近，房价对可达性越敏感[57]59。

有的研究也强调了可达性以外要素的重

要性，包括到CBD的出行时间或距离、城市规

模、政府支持，否则难以解释结果。

如蒙特利尔南岸的铁路站的小汽车不同

时间圈层的可达性呈异质性，当小汽车出行时

间小于4 min时，高铁站可达性效用随着与市

中心距离的增加而衰减[57]59。

在多个城市的比较中，还应将城市自身属

性和条件纳入自变量。京沪高铁的研究显示，以

时间为指标的高铁可达性对规模较大的省会城

市住房价格具有较为显著的正效用，对中小规

模非省会城市住房价格反而产生负作用，高铁

可达性对所有城市住房价格都呈弱相关[62]。对

于非省会城市，时间和空间指标都呈弱相关作

用。因为中小规模非省会城市的住宅市场的竞

争力不如大城市，而且中小城市的新开发住宅

多邻近市中心，使样本具有均质性，无法体现

可达性的变化。然而也有研究显示，中小城市

高铁站开发对土地价值的影响更大，大城市的

高铁站距离城市的远近对站点周边土地价值

的提升作用不明显[59]41。

在高铁车站周边地区，如果有配套良好的

交通设施而且得到公共机构充分的支持，土地

价值将上升20%[6]34。国家机构要担负起发展车

站附近地区的责任，包括协调、鼓励和提供物业

发展支持。要有机构与当地交通部门合作以保

证高铁车站有多模式连接（不同模式之间的转

乘），需要当地机构提供基金，助推初期建设。

4 结论

4.1   评价框架

本文梳理了3个空间层面的可达性指标和用

地影响评价方法，得出弹性评价框架（见表1）。

4.2   变量和评估方法比较

可达性对用地的效果是在多个层面同时

发生的，不同空间层面对用地的影响的讨论是

独立的。从不同空间上综合考虑变量选择、指

数计算、特定背景和评价目的，不难理解高铁

可达性影响的复杂性和争论。

可达性影响评价可从3方面提升：自变量的

选择、因变量的分类、适当分析方法的运用。自变

量涵盖的范围包括规模和社会经济属性，根据研

究目的和基本假设选取。考虑因变量时，应将外

部可达性要素与内部用地要素分离，将更容易分

辨高铁可达性带来的影响。高铁是催化剂，可达

性提升是发展机遇而并非决定性条件。

纵向研究是较为合理的分析方法，以历年

变化规律探索城市用地和可达性之间的关系，

但是对其数据要求较高。情景模拟基于情景假

表1  3个尺度高铁站可达性对土地利用影响的分析框架
Tab.1   The evaluation framework of the impact of HSR accessibility on land use at the regional, local and station level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尺度 可达性指标 评价方法 关注问题 补充条件

区域

定性描述 定性判断
促进平衡还是加剧不平衡 服务频率、区域交通网

络、主导产业、经济环境
单一指标 分组比较
综合指数 分组比较
单一指标 线性回归、空间回归 能否带来溢出效应

城市

位置描述 定性判断
车站选址与城市用地发展预测

高铁票价、当地交通配
套、企业门类

影响区划分 情景模拟
指标群 线性回归 已建成车站对城市用地发展

影响综合指数 离散选择

车站

圈层划定 分组对比
土地开发量和土地价格

到市中心的距离阈值、公
共机构支持、城市规模

单一指标 线性回归

指标组 离散RPL模型、
Ripley’s K函数 企业布局和选址

（1）P=f（Pr, H, L,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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